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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鬼神论的流衍
―以其门人陈淳为中心
傅 　锡　　洪
The Spread of Zhu Xi’s Doctrine of Spirits and Ghosts
―Focussed on His Disciple Chen Chun
FU XI HONG
Abstract
 Chen Chun, as a disciple of Zhu Xi,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spread 
of Zhu Xi’s doctrine of ghosts and spirits （gui shen）. Chen Chun basically 
succeeds Zhu Xi’s viewpoints on ghosts and spirit; however, there are some 
diﬀ erenc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en’s own as the exposition develop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over-sacriﬁ cing and demon are Chen’s essential concern. 
Zhu Xi, from the angl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maintains it was not until 
scholars’emphasis on “Nature’s Yin-Yang” since Song Dynasty that “spirits 
became ubiquitous”, while in Chen’s opinion,the scholars’viewpoints of Song 
Dynasty are in accord with Confucian classics, i.e. “classics tell the original idea 
of spirits”. Chen Chun hopes to eﬀ ectively control folk beliefs through clarifying 
LiXue （Neo-Confucianism） and restoring the ritual. He believes that the 
traditional ritual itself has already realized the demand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s minds and spirits, and furthermore, he maintains “ghosts and 
spirits are the principle of the system of ritual and music”, which provides a 
criterion on correctly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spirits. His thoughts demonstrate that the religious spirit of Confucian school are 
enclosed in the system of ritual and music and humanistic rationality, while the 
law of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folk beliefs itself falls outside his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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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陈淳为什么重要
 在东亚儒学思想交涉史上，中国南宋时代的陈淳（字安卿，1159‒1223，世称北溪先生）发挥
的作用举足轻重。这主要得益于他的《性理字义》（又称《北溪字义》或《北溪先生字义详讲》，
以下简称《字义》）在东亚的广泛流传。就江户时代（1603‒1868）的日本而言，此书带来的影响
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1）：
 第一，《字义》被用作理解朱熹（1130‒1200）乃至整个宋代新儒学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如
江户前期《字义》至少有1632、1668和1670年三个刊本，有相当大的读者群 ；著名儒者林罗山
（1583‒1657）著有《性理字义谚解》，并于1659年印行，该书充分肯定了“字义”的写作体例，认
为这是理解“圣贤之心”的必要阶梯2）。这些著作在日本均有很大影响。在鬼神论方面，陈淳从
“气”和“祭祀”等角度来论述的做法，自江户时代以来被研究者们广泛采用。
 第二，以《字义》为范本，一系列类似的著作应运而生。如山鹿素行（1622‒1685）的《圣教
要录》、伊藤仁斋（1627‒1705）的《语孟字义》和荻生徂徕（1666‒1728）的《弁名》等等3）。这
些以阐释字义的方式表达哲学思想的著作，在条目的设定上与陈淳的《字义》具有很高的相似度。
三书均对“鬼神”作了专题讨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陈淳批判对象之一的“白鯗大王”4），
竟也出现在徂徕的《弁名》“天命帝鬼神”条目中5）。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并不熟悉这个名词，徂徕
却能娴熟使用，应该可以断定这是由于受了陈淳影响而留下的痕迹。
 当然还须注意到，陈淳也受到一些学者的严厉批评。兹举一例，怀德堂朱子学者五井兰洲 ：
 1） 关于陈淳思想在日本的影响，本文参考了佐藤仁译·解题《朱子学の基本用語：北渓字義訳解》之《解题》
第37‒40页，东京：研文出版，1996年；张加才著《诠释与建构―陈淳与朱子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五章《陈淳思想的历史影响》，第206‒213页；以及李蕙如撰《陈淳研究》，台湾东吴大学2006年硕士论
文，第七章《影响》关于日本的部分，第177‒181页。
 2） 林罗山《性理字义谚解序》，可参见京都史迹会编《林罗山文集》，弘文堂刊，1930年，第583‒585页。
 3） 另有松永尺五（1592‒1657）的《彝伦抄》（见于《日本思想大系》28《藤原惺窝·林罗山》，东京：岩波书
店，1975年，第303‒330页），伊藤东涯《训幼字义》（京都广文堂发行，1717年序刊本），五井兰洲（1697‒
1762）《性理解》（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藏本），以及渡边弘堂《字义辨解》（1723年序刊本，收于关仪一郎
编《日本儒林丛书》第14卷，东京：凤出版，1971年，据渡边弘堂在序言中所说，该书是“略述先生之说，附
以己见”，其师并河天民（1678‒1719）是伊藤仁斋的弟子）等不少江户儒学著作也采取了“字义”的形式。收
入《日本儒林丛书》的尚有佐藤敬庵（1683‒1755）《名义录》（第11卷）、冢田大峰（1745‒1832）《圣道辨物》
（第 6卷）、海保渔村（1798‒1866）《经学字义古训》（同上）和大桥讷庵（1816‒1862）《性理鄙说》（第 5卷）
等。幕末明治时代，还有柄泽美郎编《佐久间象山山口菅山问答鬼神论》附录《性理字训》（1899年刊行，京
都大学图书馆等藏），由此可见“字义”著述方式的影响。
 4） 原文为 ：“一样是人心以为灵，众人精神都聚在那上，便自会灵，如白鯗大王之类。”故“白鯗大王”应为
当时区域社会中流行的民间信仰之一种，即陈淳所批评的“妖怪”。陈淳《北溪字义》卷下，北京：中华书局，
1983年，第65页。
 5） 见《日本思想大系》36《荻生徂徕》，东京 ：岩波书店，1971年，第237页。至于“白鯗大王”在徂徕语境
中的意义，以及徂徕等人的鬼神论，另当撰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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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淳诸子，虽学于朱子，习焉不察。至其论鬼神，殆如妖僧愚妇所谈幽灵，遂以为有形状可
见。……大抵后儒论鬼神，大类浮屠，盖掣习俗好尚，不自觉也，可戒。6）
 五井兰洲作为无鬼论者，其思想义理系统另当别论，但他对陈淳的批判至少可以提醒我们注
意陈淳等朱熹后学的思想与朱熹未必是完全一致的。正是考虑到陈淳相当大的影响力，以及注意
到陈淳的思想不完全等同于朱熹的思想，因此本文将力图弥补关于思想传承过程中这一重要中介
环节的研究。
 在一些有关陈淳思想和朱子学的专著中，对于陈淳鬼神论有所讨论，例如高令印和张加才的
著作7）。至于单篇论文，则有陈支平《陈淳的神明崇拜观述论》8）。
一　问题意识与致思进路
在《北溪字义》“鬼神”这一门类的开篇，陈淳就指出须将鬼神分作“四项”来论述：
鬼神一节，说话甚长，当以圣经说鬼神本意作一项论，又以古人祭祀作一项论，又以后世淫
祀作一项论，又以后世妖怪作一项论。9）
 陈淳的价值立场异常鲜明：“圣经本意”和“古人祭祀”无疑是正确的、必须弘扬的；而“淫
祀”和“妖怪”无疑是错误的、必须拒斥的。而且他反对的主要还是“后世”的淫祀与妖怪，这
当然主要指的是佛教、道教以及不断兴起的各种民间信仰和怪异现象，如陈淳所说：“后世祀典，
只缘佛老来，都乱了。”因为它们不仅不能从作为儒学经典的“圣经”和作为祭祀准则的“祀典”
中找到根据，而且反而是与之背离、冲突的。例如佛祖是来自西方的“胡神”，与中国人没有关
系；道教“设醮”的礼仪是以庶人祭天，也不符合礼制。即便是“江淮以南，自古多淫祀”，也就
是说不仅后世才有淫祀，而且是自古就有，那也还是因为这里的人们远离中原的华夏文明，没有
机会了解和施行圣人的礼义：“以其在蛮夷之域，不沾中华礼义。”10）
 总之，在陈淳看来，淫祀与妖怪的泛滥，是儒家的圣学不明和礼制不行所导致的结果。“自圣
 6） 《兰洲遗稿》（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所藏）上卷六十丁。转引自陶德民著《怀德堂朱子学の研究》，吹田：
大阪大学出版会，1994年，第306页。
 7） 高令印、陈其芳著《福建朱子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见于第二章第四节之三《陈淳的鬼神
思想》，第117‒119页；张加才前揭书，第二章之五《鬼神论》，第109‒119页。
 8） 收于陈支平、刘泽亮主编《展望未来的朱子学研究―朱子学会成立大会暨朱子学与现代跨文化意义国际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16‒427页。
 9） 陈淳《北溪字义》“鬼神”开篇语，第56页。
10） 以上分别见于《字义》，第6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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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不明于世，鬼神情状都不晓。……此亦朝廷礼官失讲明，而为州县者不之禁。”11）陈淳将自己的
言说对象主要设定为士人与官员，希望回溯儒家原始经典和古人祭祀祀典，恢复“圣王”治理天
下井然有序的面貌。
 正因为如此，所以陈淳注重将宋代以来新儒学的鬼神论述放回到儒家经典的视野中去加以融
会贯通，从而使之提升到“圣经说鬼神本意”的高度。获得来自经典的支持无疑非常重要，因为
这一方面有助于从理论上驳斥“异端”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另一方面则能为从政治上对民间的各
种信仰进行规范管理提供合法根据。
 至于“蚩蚩愚民，本不明理，亦何足怪”12）。也就是说，普通民众能否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主体
作用，陈淳是并没有寄予多少期望的。他相信，通过士人在学理上与官绅在政治上努力排除各种
不合理的神明崇拜现象，在重整以后变得规范的祭祀礼仪实践中，民众就能够获得安顿。
 总而言之，“正”与“邪”之间的紧张关系，决定了陈淳讲明道学，恢复礼制的努力，与破除
淫祀和妖怪存在的理论根基与社会土壤的努力，是必须共同推进、相互促进的。而作为这样一项
整体工作的第一步，是要了解“圣经说鬼神本意”。
二　“圣经说鬼神本意”
 那么，何谓“圣经说鬼神本意”呢？陈淳接下来马上就展开了这方面的论述。他首先引用了
程颐（1033‒1107）“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和张载（1020‒1077）“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的论
述，并依据其师朱熹的解释，对这两个命题做了说明，分别是“以阴阳流行著见于天地间者言之”
和“言二气之往来，是自然能如此”。接着就指出：
大抵鬼神只是阴阳二气之屈伸往来。13）
陈淳进而认为：
天地间无物不具阴阳，阴阳无所不在，则鬼神亦无所不有。14）
11） 《字义》，第63页。
12） 《字义》，第63页。
13） 以上见于《字义》，第56页。程颐和张载的观点分别见于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第705页；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 9页。朱熹的阐发见于《朱子语类》卷三“鬼神”和
卷六十三中的《中庸》“鬼神之德”章等处，对于朱熹以气释鬼神的思路及其与祭祀的关系，可参看拙作《两
样鬼神不是二事―论朱熹鬼神观中的气与祭祀》，收入吹田 ：関西大学大学院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发行《東
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 6号，2013年，第363‒380页。
14） 《字义》，第57页。关于鬼神“无所不有”之说，晚清民国学者刘咸炘（1896‒1932）依据朱熹气有清浊的说
法等，批评了陈淳的观点。他指出 ：“盈天地间固皆气而非皆有神之气，虽皆聚而非皆聚而有灵。”当然陈淳
之说本于朱熹 ：“何物而无鬼神。”（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第34页。）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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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以“气”来论鬼神而鬼神“无所不有”，在陈淳看来是“圣经本意”。用以论证“鬼
神无所不有”的儒家经典依据，主要是《礼记》和《易传》，尤其《礼记》的《中庸》《祭义》和
《祭法》等篇被反复提及。陈淳的论述最为完整的一条如下：
《礼运》言“人者，阴阳之交，鬼神之会”，说得亦亲切，此真圣贤之遗言，非汉儒所能道也。
盖人受阴阳二气而生，此身莫非阴阳。……不特人如此，凡万物皆然。《中庸》所谓“体物而
不遗”者，言阴阳二气为物之体，而无不在耳。天地间无一物不是阴阳，则无一物不具鬼
神。15）
 陈淳将《礼运》和《中庸》里的两段话放在依次递进的脉络中，首先根据《礼运》里的话强
调鬼神以人而言，随后根据《中庸》里的话指出鬼神还可以以万物而言，万物皆有鬼神。值得注
意的是，尽管朱熹同意鬼神“无所不有”，而且他在《中庸章句》里解释“鬼神之为德”章时，也
采取了以阴阳二气来解释鬼神的思路，但却并没有明确说鬼神“无所不有”。
 陈淳的这个看法，与朱熹是有所不同的。朱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杰出
的思想史家。置身于宋代以来新儒学理论建构的运动之中，他当然必须将这种理论建构尽可能地
建基于儒学经典之上，如此才能保证这种建构工作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但这毕竟还是对于原始经
典的一种新的阐发，不可能与原典保持完全一致。至少在鬼神论问题上，朱熹对这一点是有着清
醒的自觉认识的：
或问鬼神之说，其详奈何？曰 ：鬼神之义，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见于《祭义》之篇,其说已
详，而郑氏释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嘘吸者为魂，耳目之精明者为魄，盖指血气之类以
明知。程子、张子更以阴阳造化为说，则其意又广，而天地万物之屈伸往来皆在其中矣。16）
 由此可见，在朱熹看来，以阴阳二气来说鬼神而鬼神无所不在，并非是“圣经说鬼神本意”，
而是张载和二程以来的创见。那么何谓“圣经说鬼神本意”呢？一言以蔽之，无论《祭义》“气也
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还是《中庸》“体物而不可遗”，以及
郑玄的注释，仍是就有血气的生物来谈论的，是就鬼神能使人心有所感发与触动的“功用”而非
鬼神之“本体”来谈论的，总而言之是在祭祀与教化的框架中来谈论的。这或许更接近于《礼记》
说鬼神的“本意”。
 朱熹在《中庸章句》里解释“体物而不可遗”时说：“鬼神无形与声，然物之终始，莫非阴阳
合散之所为，是其为物之体，而物所不能遗也。”这里以气的屈伸聚散的功能来说鬼神，但仍然有
见《神释》，收入《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43页。
15） 《字义》，第57页。
16） 朱熹《四书或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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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收拢回《礼记》鬼神之使人敬畏奉承的功用，也就是祭祀与教化的框架中来理解。因为他随
后解释“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时，就说：“能使人畏
敬奉承，而发见昭著如此，乃其体物而不可遗之验也。”并引用《祭义》中孔子语来说明这一点：
“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17）可以说，新旧传统的交汇，在
《中庸》“鬼神”章的诠释中展露无遗。
 如朱熹所论，宋代新儒学理解的鬼神，与儒家经典所说的鬼神之间，的确存在着差异，如果
我们借助江户时代儒者的视角，这一点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江户时代的很多儒者都注意到了两
者的差异。例如古学派之伊藤东涯（1670‒1736）明确指出，如果“质之于圣人之书”的话，会发
现宋儒说的“万物之鬼神”并非儒家经典所说的鬼神：
先儒之说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又曰“造化之迹也”，于是自风雨露雷之倏焉而作，忽
然而止，以至鸟兽草木之荣枯生瘁，人之动息呼吸，皆以为鬼神，则鬼神之说歧而为三焉，
有天地山川之鬼神，有祖宗之鬼神，有万物之鬼神。今质之于圣人之书，或曰敬之，或曰事
之，则斥天地祖宗之灵而言断然可知矣。彼风雨露雷之变，万物之荣枯生瘁，以至手足之屈
伸，鼻息之呼吸，岂敬之云乎哉？ 亦岂事之云乎哉？18）
 作为人们尊崇和祭祀（敬之、事之）的对象，鬼神仅仅有“天地山川之鬼神”和“祖宗之鬼
神”两种，人们不可能尊崇和祭祀“万物之鬼神”，所以东涯断然否定了张载和程颐的新说，坚持
了他所认定的原始儒学的传统。
 号称山崎闇斋（1618‒1682）门下“三杰”之一的佐藤直方（1650‒1719），同样注意到了宋儒
与古人的差异，只不过，他的立场恰恰与古学派相反，他对于宋儒“以阴阳造化为说”大为赞赏。
他在《鬼神集说序》中特意标举宋儒的创见：
今人只以塑像画像为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见者为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润，雷动风
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19）
 “今人”当指当时的日本人，在直方看来，时人的鬼神认识局限于狭隘的范围，并不包括宋儒
所揭示的“分明有迹之鬼神”，他对此流露出了很大的惋惜与不满。
 对于朱熹而言，正是由于引入了以气释鬼神而鬼神无所不有的思路，所以引发了弟子们有关
17） 以上见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 ：中华书局，2011年，第26‒27页。
18） 伊藤东涯《经史博论》，收入关仪一郎编《日本儒林丛书》第八卷，东京 ：凤出版，1971年，第69‒70页。
另外上举渡边弘堂《字义辨解》“鬼神”条中也明确指出 ：“宋儒谓鬼神造化之迹，二气之良能，是指阴阳二
气、往来聚散者言，大异于古人之旨矣。”其后还批评了宋儒信从《祭义》的做法。
19） 佐藤直方《鬼神集说序》，日本古典学会编纂《增订佐藤直方全集》卷三，东京：べりかん社，1979年，第
193页；又见于《韫藏录》，《增订佐藤直方全集》卷一，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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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两种传统的关系的疑问。这样的例子很多，具体参见如下一例：
或问：“鬼神‘体物而不可遗’，只是就阴阳上说。末后又却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
是就其亲切著见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说，则人必将风雷山泽做一般鬼神看，将庙中祭享者又
做一般鬼神看。故即其亲切著见者言之，欲人会之为一也。”20）
 与其说是经典“本意”要人“会之为一”，不如说这是朱熹自身的想法，《中庸》以祭祀和教
化而论鬼神的主旨是相当明确的，朱熹也不否认这一点，并认为就祭祀而论鬼神，是“亲切著见”
的，因此鬼神的论述应该以祭祀为落脚点。
 这一思路也为陈淳所继承，在他关于鬼神的分项中，第二项所要论述的内容就是“祭祀祀
典”，关于这一点，他还道出了“鬼神即是礼乐道理”的观点，值得我们加以深入探讨。
三　“鬼神即是礼乐道理”
关于祭祀鬼神，陈淳曾向朱熹提出过很多问题。例如：
问：“南轩，‘鬼神，一言以蔽之曰，“诚”而已。’此语如何？”曰：“诚是实然之理，鬼神亦
只是实理。若无这理，则便无鬼神，无万物，都无所该载了。”21）
问：“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币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诚耶？抑真有气来格也？”曰：“若道无
物来享时，自家祭甚底？肃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云车拥从而来，又妄
诞。”22）
 实际上，陈淳非常关注祭祀时“用牲币酒醴”以感召神明，从而“真有气来格”的问题，为
此他非常重视《礼记》中关于祭祀活动如何聚集神灵从而实现感格的具体论述23）。从整个儒家的传
统来看，这一方式应当属于以“阴阳二气”为关键而沟通神灵的模式，一气感通，这是汉儒以来
的固有观点。如果追本溯源的话，程朱以气释鬼神以至于包举天地万物的思路，实际上正是源自
这种“感通”模式。
20） 《朱子语类》，第1544‒1545页。
21） 《朱子语类》，第1550页。南轩即张栻（1133‒1180）。陈淳所引用的南轩语的原文如下：“然一言以蔽之，莫
非造化之迹，而语其德，则诚而已。”这段文字见于明代张九韶编《理学类编》卷五，载《丛书集成续编》第
4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无出版年），第211页。
22） 《朱子语类》，第51页。
23） 参见《字义》“鬼神”门类“祭祀祀典”第一条“古人祭祀，以魂气归于天，体魄归于地，故或求诸阳，或
求诸阴”以下所举的例子，第58‒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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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尚有以“诚”为关键而沟通神灵的模式。一般而言，诚指的就是心之真实无妄、极其敬
重的状态。在以《中庸》为代表的感通模式中，诚敬之心便成了决定祭祀行为与祭祀对象发生感
通的关键。而在上引朱熹所说的“诚是实然之理”这段话中，“诚”所指的是鬼神乃至宇宙间万物
因为各具其存在理，所以都是真实无妄的存在，因此作为“实然之理”的“诚”就不仅仅具有心
理学的意义，而表示对于宇宙万物存在之真实性的终极肯定。而根据上述朱熹对“诚是实然之理”
和的确会“有物来享”的强调，陈淳认为祭祀之诚，既是就“理”来说的，也是就“心”来说的，
前者从“实理”上保证鬼神能与祭祀者感通是真实无妄的，后者则使得这种感通最终得以实现：
范氏谓“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此说得最好。诚只是真实无妄，虽以理言，亦
以心言。须是有此实理，然后致其诚敬，而副以实心，岂不歆享？……吾之精神既聚，则所
祭者之精神亦聚，必自有来格底道理。24）
 总之祭祀时若是能以“真实无妄”之诚贯穿始终，则必然能实现与神灵的感通。而祭祀之
“理”究极而言在于经典所说的“礼乐”之中，合乎礼制的才是合乎理的，也才能有所感通。所以
陈淳明确指出“鬼神即是礼乐道理”：
《乐记》谓“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鬼神即是礼乐道理。以乐祀神，乐声发扬，属阳。
以礼祀鬼，礼是定底物，属阴。25）
 随后陈淳根据《祭义》具体讨论了祭祀鬼神与礼乐的关系，如祭祖礼中春天进行的“禘”礼
用乐以迎神，而秋天进行的“尝”礼不用乐而送神，这是因为“乐以迎来，哀以送往”。鬼神与礼
乐分属“幽明”两个不同领域，但两者均与阴阳消长的状态与节律相应合，所以从根本上而言，
幽暗中的较难理解的鬼神，可以归结于礼乐的原理和准则来理解。而统率两者的根本的原则即是
《祭义》所说的：“是故君子合诸天道，春禘秋尝。”郑玄将其具体解释为：“因四时之变化，孝子
感时念亲，则以此祭之也。”26）
 在这个“合诸天道”的根本原则之下，传统的礼乐制度不仅仅为处理人间的事务提供了规范，
从而构建了一个井然有序的人间社会，而且还顺应了人心交接祖先在内的神明的要求，并提供了
24） 《字义》，第59页，范氏为二程友人范祖禹（1041‒1098），朱熹亦极其欣赏其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在《请
傅寺丞祷山川社稷》一文中，结合祷告山川社稷的具体事件，陈淳几乎重复了这一段议论，并着重指出了由
诚所保证的与神灵的感格必然是“实感而实应”的。见于王云五主编四库全书珍本四集《北溪大全集》卷四
十八，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4页。
25） 《字义》，第59页。须指出，虽然“礼乐”并称，但由于后世《乐》经亡佚，仅存《乐记》于《礼记》中。
所以“礼乐道理”作为基本原则而言固无疑问，但在具体实施方面可能主要是就礼而言，如随后将要探讨的
各阶层祭祀的“品节”就是就礼而言的。
26） 李学勤主编北大整理本《十三经注疏》之《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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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处理人神关系的准则。因此判定祭祀合宜与否的标准，也寓于礼乐制度之中。换句话说，
除了蕴含在礼乐所规定的祭祀活动之中的鬼神，并不存在别的应当尊奉的神灵。所以说“鬼神即
是礼乐道理”。
 礼乐制度的一项核心内容是宗法制27），因此鬼神祭祀活动也被置于严格的宗法等级当中。天
子作为“天之宗子”而独享祭天的权力28），自此以下，对于各个等级所祭祀之对象与规格都有严格
规定，即“古人祭祀，各随其分之所至”29）。具体而言：“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及其境内之名山
大川，大夫祭五祀，士庶祭其先。古人祀典，品节一定，不容紊乱。”30）在《请傅寺丞祷山川社稷》
一文中，陈淳完全将对于漳州地区的山川社稷的祭祀当成了地方官员保境安民的分内职责来看
待，这构成了他对“诸侯祭社稷及其境内之名山大川”之古礼的现实运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祖先祭祀实际上是贯穿上下的，与其它各项祭祀活动一起，具有崇德报本从而整合家族以至于天
下的功能。
 祭祀祀典中的其它神灵也体现了这种精神。具体而言则分为两类，一为能兴起云雨的“山林
川谷丘陵”和悬于上空，让民众瞻仰的“日月星辰”，一为做出了巨大贡献，具有一定的超越力量
的人物，对他们的祭祀，也有崇德报恩从而有益于教化的作用：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气为云雨者皆是神。日月星辰，民所瞻仰者，亦皆曰神。其在人，则法
施于人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古
人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见《祭法》篇甚详。若后世祭祀，便都没理会了。31）
 由此可见，祭祀祀典有一定的开放性，能够随着新的历史情势而有所更新。随着超越于众人
能力与贡献之上的人物的出现并晋升为神祗，他们便成为民众尊奉和祭祀的对象。
 上述祭祀祀典反映的精神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对于“德”的强调以及相应的体现为伦理
27） 关于宗法制，略作说明如下：“中国古代用宗法来代表尊祖敬宗的宗族制度”，而就其实质来说，“宗法制就
是父系氏族家长制。”另外，“把嫡长子继承制和宗法制度等同起来是错误的，但这种制度不能不说是宗法制
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西周天子和主要诸侯国的君位一般都由嫡长子继承。此外，宗法制与分封制结合，
“使周族的氏族组织和国家的统治机构结合起来，组成了由天子至士的整个社会的宗法统治网。”分别见于钱
宗范著《西周宗法制度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7、97和108页。
28） 这一点不仅是古礼，而且也是宋代新儒学的精神，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张载的《西铭》：“乾称父，坤称母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 ；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见于《张载集》，第62页。朱熹《西铭解义》对此亦加
肯定，《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何炳棣由
此出发，说明不仅“张载的宇宙本体论和生平思想、行为，甚至愿望都是宗法模式的”，甚至“两千年来覆载
儒家思维的框架是宗法模式的”。何炳棣《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体论―从张载的<西铭>谈起》，见于《哲
学研究》1998年第12期。从朱熹和陈淳等人对“天子祭天地”等《祭法》内容的反复强调，或许有助于了解
理学家这一思维方式。
29） 《字义》，第61页。
30） 《字义》，第60‒61页。
31） 《字义》，第61页。以上关于祭祀的秩序均源自《礼记》祭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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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性的“报”，正反映了礼的根本精神。如《礼记》曲礼篇所言：“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
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另一方面，就宋代的社会情形而言，中古时
代的门第已经消融，新兴士大夫通过科举入仕，既无世官可守，也无世禄可依，在这种情况下，
严整的宗法制或可起到张载所说的“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32）的功效。由
此最终实现《礼记》大传篇所谓的儒家理想：“君有合族之道……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
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
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在此意
义上，鬼神祭祀的问题不仅体现了对天子、诸侯等各个阶层收族保民的德性上和政治上的要求，
而且切入了儒者关于如何实现良好的人伦秩序的根本构想这样的核心关怀中。之所以鬼神问题必
须放回到“祭祀祀典”的视野中来讨论，进而认为“鬼神即是礼乐道理”，根由正在于此。
四　“淫祀”与“妖怪”
 在阐明了先王制定的“祭祀祀典”的基础上，陈淳展开了对“淫祀”的抨击。后世祭祀越出
了“祀典”范围则称为“淫祀”。陈淳指出：
大凡不当祭而祭，皆曰淫祀。淫祀无福，由脉络不相关之故。
 《礼记》曲礼下说 ：“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而《论语》为政篇孔子说 ：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孔子的本意首先在于申述古礼，即《左传》所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
非族”，“非其鬼”点出了这项古礼的核心。意即鬼神是有族姓的，由此祭祀鬼神才能体现对于同
族先人的“孝”之延续，因此古礼是禁止越族而祭的。但问题在于，孔子轻轻地加一“谄也”以
作评论，显然已经加入了自己对这项古礼的诠释，其着眼点已经发生改变。即与强调“淫祀无福”
相比，孔子更为在意的不是对后果的计较，而是点出其心理动机上的“谄”这个根源的偏差，而
力图在此进行纠正，从而使人认识到祭祀鬼神有其正当与否的道理，从而树立起对于鬼神的正确
态度。这一点为宋代新儒学所继承，成为他们批判各种“异端”的思想资源。
 陈淳所说的“脉络不相关”，即是没有血缘、血脉的关联，也就是越族而祭，违背祀典规定的
祭祀秩序，祭祀了不应当祭祀的鬼神。例如祭祀佛教之“胡神”和道教以庶人祭天，都不会有感
应，也不能有福。“今人谄祀鬼神，不过只是要求福耳，不知何福之有！”又如：“假如极其诚敬，
备其牲牢，若是正神，不歆非类，必无相交接之理 ；若是淫邪，苟简窃食而已，亦必无降福之
理。”33）
 陈淳指出了不合礼制的祭祀导致无福的结果，那么民众为何有如此这般求福的要求呢？通过
32） 张载《张载集》，第258页。
33） 依次见《字义》，第62、60、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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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身生活的以漳州为中心的区域社会的分析，陈淳指出了其中的原因。在他看来“南人好尚
淫祀，而此邦之俗尤甚。”他描述了一幅以“迎神”的名义搜刮民财的画面。这就是令他忧虑的
“乡税”的祸害，也就是为祭祀鬼神而私下征收香火钱，在陈淳笔下，这些行为几乎就是公然的抢
掠，真可谓令人触目惊心。34）
 陈淳指出：“浮浪不检人托鬼神图衣食……入人家抄题钱物，托名修庙，或托名迎神禳灾，胁
以祸福，不分贫富贵贱，必足数而后去。……愚民无知，畏鬼诛谴，割仰事俯育之具为无用不切
之输，不胜其苦。”35）另有迎神赛会和演戏，陈淳亦予以激烈抨击，例如他说：“夫不暇及耕，妇不
暇及织，而一惟淫鬼之玩；子不暇及孝，弟不暇及恭，而一惟淫鬼之敬。废人事之常职，崇鬼道
之妖仪。”36）这些言论都显露了他作为儒者的根本立场。在他看来，游手好闲之徒假托鬼神，以祸
福来胁迫无知的民众，导致了耕织之经济活动与孝悌之伦理实践不能很好地进行，以至于破坏了
基层社会的正常秩序，所以他要不遗余力地加以反对。“正是出于“废人事之常职”的担忧，他在
《字义》的结尾，不厌其烦地重申了儒家关于鬼神问题的基本立场：
“敬鬼神而远之”，此一语极说得圆而尽。……文公《论语解》说：“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
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此语示人极为亲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须是尽事人之道，则尽
事鬼之道断无二致。37）
 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正是儒家注重人文世界和理性精神的体现，也就是说，“人事之常职”
才是儒家关注的重点。而祭祀鬼神的问题与此是分不开的，如果因此而废弃人伦秩序，以至于“未
能事人”，则背离了儒家的根本精神，结果自然是“焉能事鬼”。这正是陈淳面对现实社会时的忧
虑之所在。
 与“淫祀”问题密切相关的当是“妖怪”。前述宋儒“以阴阳造化为说”的新论述，至少其中
一方面的意义就在于排除怪异现象给人们带来的烦扰。这一点自然也在陈淳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继
承和发挥。异常现象都可以在气的理论中得到解释，而且无论是费尽心力保养聚合之气，还是作
34） 有关宋代以来民间信仰的实际状况及其与国家政权和儒学传统的关系，论著很多。兹举两例有特色的以资
参考。沈宗宪撰《国家祀典与左道妖异―宋代信仰与政治关系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具
体可参见第二章第一节《民间鬼神观与信仰实态》和第三章《宋代政府的信仰政策》，第10‒34页和67‒116页。
该文关注了宋代儒者建立新祭祀准则的努力，提及朱熹认为民众不知古礼才是“淫祀”盛行的关键，因而着
手修订礼书 ；同时因应社会的需求，建立社仓，推动救济活动制度化等等一系列努力。另，吴铮强著《科举
理学化―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具体见于第二章第二节之三《土
豪与乡村鬼神文化》，第63‒72页。该书指出随着隋唐时代士族的中央化与城市化，乡村文化趋于庸俗化 ；均
田制崩溃以后，没有儒家文化背景的土豪阶层兴起，在其主导下，鬼神信仰和果报观念成为乡村文化主流，以
上观点或可帮助了解宋代民间信仰盛行的历史背景以及儒者的对策。
35） 《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见于《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七，第 6页。
36） 《上赵寺丞论淫祀》，见于《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三，第 9页。
37） 《字义》，第67页，朱熹语今见于《四书章句集注》，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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祟、为厉之气，都终究会散去，朱熹就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人说神仙，一代说一项。……看得
来，他也只是养得分外寿考，然终久亦散了。”“如人说神仙，古来神仙皆不见，只是说后来神仙。
如《左传》伯有为厉，此鬼今亦不见。”38）从陈淳记录的语录还可以看出，朱熹还特别谈到“后世”
妖怪之盛行源自人心不正：“后世人心奸诈之甚，感得奸诈之气，做得鬼也奸巧。”并且强调端正
人心，正道直行：“若是此心洞然，无些子私累，鬼神如何不服！”39）陈淳在解释了很多怪异现象
的同时，也据《左传》庄公十四年所言“妖由人兴”指出：
大抵妖由人兴，凡诸般鬼神之旺，都是由人心兴之。人以为灵则灵，不以为灵则不灵。人以
为怪则怪，不以为怪则不怪。
人无衅焉，妖不自作。40）
 就陈淳的论述而言，“妖”当指妖怪和淫祀而言，此处“诸般鬼神”正是其时盛行的各种怪
异、灵验现象和民间崇拜的神灵鬼怪。如果单从“人以为灵则灵，不以为灵则不灵”的表述来看，
则妖怪原本并不存在而完全是由人心所兴起，则陈淳的论述趋近于无鬼论。但实际上，在陈淳看
来：“盖鬼神幽阴，乃藉人之精神发挥，随人知识所至耳，便见妖非由人不可。”“鬼神之所以能动
人者，皆由人之精神自不足故耳。”41）陈淳并不彻底怀疑和否定怪异现象的存在，他经常提及“沉
魂滞魄”42），就可证明这一点，这也是以气释鬼神的思路所能说明的，即所谓“沉魂滞魄”乃是人
死于非命或生前势力强大所致的未能散尽的“气”，而且这些气最终仍然都会散去。但是这些幽阴
之鬼神之所以能和人交接，则与人的意识作用密切相关。“人之精神自不足”正是使得鬼怪得以兴
起的“衅隙”，因此，如果没有这个“衅隙”，则“妖不自作”。正是着眼于人在意识层面的调整，
便可以做到排除各种怪异现象给人们带来的困扰，并且避免沉溺于灵验现象而忽略了人事之常
道。由此，关于“妖怪”的批判，与关于“淫祀”的批判，均归于儒家重视人事的根本立场。
38） 以上分别见于《朱子语类》，第44、1551页。
39） 以上分别见于《朱子语类》，第45、54页。
40） 以上均见《字义》，第66页。
41） 以上均见《字义》，第67页。刘咸炘在“聚则生，散则毁”的意义上指出 ：“宋儒谓鬼神由人之神而聚，固
非。而其谓鬼神由人之神而感，则是也。”即前者意谓鬼神因人而生，后者则意谓鬼神借助人的意识而感通，
前者导向无鬼神论，而刘咸炘认为陈淳采取的是后一立场。他在纠正了陈淳将鬼神一概归于“幽阴”的不妥
之处的同时，认为陈淳的意思是说：“鬼固幽阴，神仙则非幽阴，其随人之知，正是神与神通，非无神而藉人
之神也。”由此可见陈淳并非采取了无鬼神论的立场。见刘氏前揭书，第740、746‒747页。
42） 具体可参见《字义》，第66页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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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陈淳鬼神论的特质与意义
 陈淳受学于朱熹而尊奉师说，并且“多所发明”43），其思想与学问无疑与朱熹高度相关，但是
在具体展开论述的时候，却也多少表现出了不同于朱熹的特质，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陈淳明确将鬼神问题分为“古人”与“后世”两大板块，并且刻意强调了“淫祀”与
“妖怪”作为“后世”盛行之物，是违背“圣经本意”和“祭祀祀典”的。由此可见，排斥淫祀与
妖怪，成为陈淳鬼神论述的重要问题意识。至于朱熹从思想史角度出发所强调的“程子、张子更
以阴阳造化为说”，在陈淳看来则完全可以从“圣经”中找到根据而保持与“圣经”的一致，所以
可以将张载、二程以来的新说确定为“圣经本意”。
 第二，在记载古人祭祀制度的《仪礼》中，并未出现“鬼神”和“魂魄”的字样44），但祭祀活
动却需要设定有关鬼神魂魄的观念作为前提，这就是《礼记》祭义等篇章中的“圣经说鬼神本意”。
因此“圣经本意”与“祭祀祀典”是对应统一的关系。但是，随着宋代新儒学“以阴阳造化为说”
的新传统的成立，鬼神言说就不再仅仅局限于祭祀问题的范围，关于鬼神的很多言说，与祭祀行
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样一来，作为礼仪制度与行为实践的祭祀，就和其在理论上的说明之间，
产生了一定的脱节，鬼神言说就不再仅仅是祭祀行为的理论解释，而有了更多的内涵。这成为后
世鬼神言说关注的重大问题，尤其在江户时代的儒者那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第三，陈淳对于“淫祀”与“妖怪”问题的关切，应当放回他生活的南宋时代以闽南为中心
的区域社会文化与宗教信仰格局中去理解。在这个具体的情境中，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非常盛行，
不仅神祗庞杂，而且耗费民财，无论从儒家经典的角度，还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都是必须加以
关注的。这正是陈淳《上赵寺丞论淫祀》和《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等篇章的主旨。由此可
以看出，如何引导和规范民间信仰，成为宋代以来新儒学必须直面的理论课题与社会课题。面对
这项课题，陈淳的反应是，将最主要的言说对象设定为士人和官员，希望通过讲明道学、恢复礼
制，来有效管理民间信仰，遏制不良风气。他认为传统礼制本身就顺应了人心交接神明的要求，
并且提供了正确处理人神关系的准则，“鬼神即是礼乐道理”的提法，表明儒家的宗教精神寓于礼
乐制度与人文理性之中，而民间信仰自身兴衰更迭的规律，则毋宁是在他的视野之外的。
 第四，在朱熹那里，鬼神问题是“那个无形影，是难理会底，未消去理会，且就日用紧切处
做工夫”45）的。但是这样一种关于鬼神“有无”的“难言性”，在陈淳的《字义》中却并没有明显
43） 《宋元学案》全祖望按语。全氏称陈淳“其卫师门甚力，多所发明；然亦有操异同之见而失之过者”。见沈善
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五册《宋元学案》卷六十八《北溪学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80页。
44） 可详参大形徹论文《『儀礼』凶礼と魂·魄·鬼·神》。收于吾妻重二、二階堂善弘编《東アジア宗教と儀
礼》，东京 ：雄松堂，2008年，第263‒282页。该文列表统计了“鬼”、“神”、“魂”、“魄”、“灵”等字在一些
先秦重要典籍中的出现次数，并探讨了郑玄等学者在注释《仪礼》等经典时，用到了“鬼神”和“魂魄”的
观念，而《仪礼》本身则并没有这些字眼。
45） 《朱子语类》卷三《鬼神》开篇第一条的内容，陈淳所录，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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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露出来。尽管陈淳跟朱熹一样坚持将鬼神“后置”的立场，但他对鬼神问题的论述却又是从容
不迫、条分缕析而井然有序的。这可能与《字义》注重概念诠释的体裁有关46），但更主要的则是得
益于相关疑惑基本上已经在问学于朱熹时得到了解答，所以他对鬼神的论述才能如此细密而从
容。在陈淳看来，通过其师朱熹的努力，宋代以来的各项新传统已经与儒学经典实现了很好的整
合，并且足以回应现实中诸多“异端”的挑战，因此鬼神论述可以作为确定无疑的学说加以谈论。
随着朱子学跻身官学，成为正统，他们的鬼神论述也成为士人普遍学习的内容。直到明代中期为
止，都很少遇到系统性的批评和挑战。47）而这样一种趋于“定型化”的朱子学，在陈淳这里就已经
相当充分地展现出来了。
46）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字义》虽然打破了以往借助于随文注释经典的形式以阐发思想的体例，而以概念的阐
释疏解为中心，但在对概念作出界定、诠释以后，也会附以问答，而且很多诠释即使没有在形式上标明是问
答，但我们从内容表述上也可以看出实际上属于问答的性质，只是“整书的体例是一致的”，即仍然是以诠释
概念为中心的。见何俊、范立舟著《南宋思想史》，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6页。参照上述看
法，我们发现，实际上作为语录体的《朱子语类》140卷，每一卷各有主题，卷之内也按内容分门别类排列，
与《字义》反而是更加接近的。由此可以说，体裁的差异决不是问题的关键。
47） 明代中后期的思想家李贽（1527‒1602）著《鬼神论》，对宋代新儒学的鬼神论给予了有力驳斥，其中对“以
理释天”和“以气之良能释鬼神”的基本思路提出了质疑：“夫以天为理可也，而谓祭天所以祭理，可欤？以
鬼神为良能可也，而谓祭鬼神是祭良能，可欤？”见张建业、张岱注《李贽全集注》第一册《焚书注》1，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55页。
